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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
——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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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

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

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

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

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

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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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建“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而提出的重大合作理念[1]，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和主要载体[2]。
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框
架，是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即“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3]。作为“一带一路”包
容性全球化下经贸合作重要载体的中国海外产业园区（以下简称“海外园区”），是推动
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4]。“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海外
园区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8年6月，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不同规模的海外
园区82家，累计投资348.7亿美元，入区企业4542家[5]。以往对产业园区、海外园区的研
究更多探讨园区自身的建设问题，关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资本的逐利性[6]。而“一带一
路”背景下的中国海外园区建设，将中国特色模式与各国的发展意愿和比较优势相结
合，促进各国加速政策移动性，提高互联互通水平，普惠当地群众，促进当地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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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新共识，也是地理学者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
特殊经济区（Special Economic Zone）是各类型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的总称[6]，是以改

革促发展的重要经济试验空间，亦是经济学、地理学的研究热点。现代意义的特殊经济
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自由贸易港、斯坦福科技工业园等，后逐渐在世界范围内
演化出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城等多种形式。欧美经济地理学者从国家领土
（State Territory）、区域管治、区域主义（Regionalism）、政策移动性（Policy Mobility）
等视角对特殊经济区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探讨。中国的特殊经济区演化见证了改革开放的
进程，经济特区、工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边境合作
区、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特殊经济区[7-8]，由点及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
地推动着中国的区域开放发展，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China Model）、试验主
义（Experimentalism）、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动力机制、路径道路、儒家文
化价值（Confucian Values）等的热烈讨论[9-10]。这些园区成为承载经济增长（土地、资
金、人才等要素）和治理结构改革（政策、权力和领导层级）的领域空间[11-12]。尤其是全
球化“亚洲四小龙”时期，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参考者。苏州工业
园，及之后的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既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
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同时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区，学界和业界对以上案例
的优惠政策、产业结构、集聚效益、空间用地、治理模式等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13]。其
中，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新加坡海外工业园的有效政府干预、完善规划体系、优良的
招商环境等特征成为跨境海外园区成功的关键 [14]。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海外园区成为承载投资母国与东道主国家经济空间和治理结构拓展，各利益相关者
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保护文化多元性的重要载体。然而，中国的海外园区建设与新
加坡等其他国家的海外园区建设的时代背景、驻在国选择、开发主体、治理体系等发展
路径千差万别，探索中国特色的海外园区建设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恰逢其时。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强调政策、价值、理念跨区域迁
移、组合、孵化和衍变的过程[15]。海外园区的诸多政策可被视为本土与海外政策的孵化
与培育。本文以合作伙伴视角下的政策移动性理论为切入点，检验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
政策移动性，揭示中国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以及政策移动性如何通过合
作伙伴关系嵌入到当地发展中。这个论点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在包容性全球化的背景
下，复杂的国外和国内权力关系形成了嵌入性网络。政策的形成和演化是一个嵌入到当
地发展环境的社会建构过程（政策移动性），而并非是复制和学习全球最佳实践的过程。
其次，中央政府、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政策
移动性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如何嵌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塑造
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本文分析框架的重点。这些分析有助于丰富包容性全球化背
景下，中国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 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的“合作伙伴”理论基础

2.1 政策移动性的概念内涵及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或城市决策者为促进本地发展而吸引全球的实践经验，借鉴包

括“智慧”“绿色”“活力”等方面的特殊政策，这一过程中，“政策移动性”的概念应运
而生，成为地理学、政治和经济文献中的热门话题[16]。政策移动性指的是在一定地理环
境下政策、价值、理念向另一区域迁移、组合、孵化和衍变的过程[17]。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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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企业等主体学习、整合、择优、实施特定政策，以促进区域商业、环保、
教育的发展[17]。政策移动性的概念来源于公共政策学中“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的
概念，政策转移多强调国家尺度的政策借鉴[18]，而政治地理学中政策移动性则具有跨尺
度性，不是简单的全球/地方、远/近的二分法，而是涉及到国家、区域、城市、地方等多
尺度的政策移动。全球、国家和地方因素的关系网络塑造了政策的流动，甚至地方节
点、场所或基础设施也将加速政策的共享，例如全球城市、旅馆、车站、会议中心、度
假胜地、画廊等[19]。政策移动性强调政策转移、孵化过程中，不同关系组合所产生的叠
加效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政策借鉴被政府、集团视为重要的区域发展
驱动力，世界范围内区域、城市、企业纷纷效仿所谓的“最好实践”（Best Practices） [20]。
在商业、文化、交通、教育或其他方面具有“示范效应”或称之为“最好实践”的区
域、城市或企业政策是政策移动性的典型案例。这些政策模式的要素，如资本、制度、
税收、人员等，成为了政策顺利移动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要素往往会被集体
学习，成为政策特区，或政策集（Policy Assemblage） [21-22]。总之，政策移动性应被理解
为政策“跨界、动态和关系”的迁移、根植、孵化、突变的过程[23]。该理论方法已经越
来越被广泛应用于开发区、商业区、产业区、旧城区等具有“政策集”特征的区域[24]。
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学者对政策移动性的研究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该领域鲜有学者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政策移动性进行系统分析。西方语境下的政策
移动性研究往往假设有“最好实践”[25]，而不是与当地发展“最适合”（Best Fit）的实践[3]。
而且，全球南方区域（Global South）往往成为美国等全球北方区域（Global North）的
政策援助地区[26]。事实上，政策移动性是一个逐渐适应于当地复杂多尺度权力关系[27]和
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路线的过程，且并非全球北方区域所独有。
2.2 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

海外园区建设涉及到驻在国与母国多元的行为主体网络，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当
地民众及非政府组织等。政策移动性的分析框架善于借助多元行为主体及多尺度关联等
地理学的视角，将有助于揭示海外园区作为一种特殊经济空间，其要素基因孵化、集聚
成长到地域分异的演化过程。海外园区作为特殊的经济空间载体，需要从国内外宏观环
境变化、驻在国—母国的制度差异、中央—地方关系等关键角色的驱动，揭示特殊空间
基因的复制机理与内在逻辑。

国家作为关键的参与者，在不同尺度的知识传播、指令、启发等环节均发挥重要的
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管治架构具有浓重的国家主导开发特征。尽管进
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国家政府仍然在继续施加强大的控制力[28]，而这种强有力的国
家管治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29]，也是中国特色园区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
可被刻画为国家主导型混合经济系统。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全球化、国家和地方的交织
下，中央政府进一步权力下放，全球资本和市场化为驱动，促成了众多产业集聚区[30]。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新搭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结构。权力下放并非是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唯一表征。自此以后，大规模的城市间竞争态势愈
演愈烈，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区域发展压力，形成了土地出让和工业发展推动下的
GDP发展模式[21-24]。中央政府通过“企业化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ies）的建设加强中
国在全球的竞争力[31]。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是这种企业化城市促进中国经济
增长的典型区域。以上的研究说明了大量学者对于中国特色园区关键角色与驱动力的研
究，然而这些关键角色与驱动力在海外园区中是否得以彰显，就成为学界亟待深入挖掘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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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政策移动性涉及到多元的行为主体网络，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当地民
众及非政府组织等，尤其在海外园区这一跨国合作的过程中，合作伙伴就显得尤为重
要。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政策移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关注全球城市区域、
智慧城市等西方语境下的区域发展。纳入合作伙伴到中国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分析，
将有助于丰富政策移动性和“一带一路”概念体系的深入研究。
2.3“合作伙伴”视角下的政策移动性

“合作伙伴”（Partnership）分析法是管治研究领域的经典概念，其定义为组织环境、
目标、结构和价值理念等特性差异的公共或私人组织、机构和个体的友好合作或同盟关
系[32]。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迎来了“制度、文化、关系转向”[33]，地理学领
域中，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城市的多尺度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Luo等[34]

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间合作伙伴归纳为等级式、自发式与混合式3种类型。
差异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制度、文化背景塑造了海外园区差异化的制度环境，海外

园区母国与驻在国中央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为海外园区的启动建设奠定宏观制度基
础。在海外园区的发展中，当地政府部门、居民、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参与者均深刻地
影响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的制定。正如“一带一路”倡议坚持的“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充分保障驻在国各方平等地参与海外园区建设成为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要素。因此，本文中政策移动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体现在国家、地方和企业、个人不
同尺度多元主体对海外园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综合统筹协作。

但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海外园区建设与运营过程中，龙头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往
往是以园区促进当地发展的先行者。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多为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由跨
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合作伙伴协调作用驱动。这种模式在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例如在
某些发达国家严酷的外贸制裁下），海外园区龙头企业充分利用了本地的资源，和全球零
部件供应商形成了紧密的产业网络[30]。海外园区作为特殊的经济空间单元，龙头企业与
其合作伙伴为先导，催化了国家、地方等多尺度不同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即经历了
不同地理尺度在等级、次序和功能差别的产生、重组与协调的经济社会空间建构过程，
地理学者称之为对尺度实施转换 （Scale Jumping） 的过程，包括了“提升尺度”
（Upscaling）、与“降低尺度”（Downscaling）的过程[29]。提升尺度指的是将某个事件或
项目提升到大尺度主体空间来使其向有利于主体自身的方向发展，降低尺度反之亦然。
下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案例揭示了龙头企业合作伙伴通过提升尺度来促进其政策移动
性的过程与机理。

3 案例区与数据来源

3.1 泰中罗勇工业园概况
泰中罗勇工业园为首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于 2005年在泰国东部罗勇府建

成，总规划面积12 km2，截至2020年5月，一、二期共4 km2，已经全部开发完毕，所有
厂房均有企业入驻运营；三期工程已动工，重点引进中高端制造行业。案例区位于泰国
重要经济增长空间—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内，距离泰国首都
曼谷114 km，距泰国最大深水港廉差邦深水海港27 km（图1）。东部经济走廊建设是近
年来泰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4.0战略中的核心项目，旨在提速长期以来为东南亚区域制造
业和贸易中心的原东部海岸三府（春武里、罗勇和北柳）。目前案例区已形成了良好的产
业集聚效应，入驻了汽摩及其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机械、电子、建材五金等1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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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国企业，累计总产值 120亿美元，雇
佣泰籍员工32000人，中国员工2000人。
3.2 案例区的主体合作伙伴

龙头企业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
在海外产业园区建设中扮演着先行者的重
要作用。就本案例而言，泰中罗勇工业园
见证了华立集团企业家精神和政策移动性
的成功运用。华立集团（以下代称为“H
企业”）的雏形为1970年在中国浙江省余
杭镇创建的“竹制雨具厂”。1971 年通过
生产电度表成功转型为工业企业，1982年被
命名为“华立”商标（英文为“Holley”）。
这一转型正是中国江浙民营经济、乡镇企
业“乡村工业化”的缩影[35]。随后，H 企
业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于2000年提
出了“资本管理、技术创新、国际化”三
大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
即是2000年在泰国成立了华立（泰国）电
器有限公司，并在安美德工业园建立了厂
房，面向泰国及其他东盟国家、欧美市场
生产电器产品。2004年H企业在泰国又成立了钱江贸易公司，以加速中国和泰国之间的
电器进出口贸易。总之，H企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与乡村工
业化，90年代初通过国际化战略扩大全球生产和市场网络。在这一政策移动过程中，彰
显了其尺度特征与伙伴关系效应：面对海外多样化的制度环境，在国内蓬勃发展的企业
家政策实践未必会在海外顺利实施，伙伴关系将在海外的政策移动性当中发挥关键作用。

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可定义为公共或私营行动者之间的组织或机构联盟[36]。
在本案例中，泰国安美德有限公司（以下代称为“A企业”）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核心
开发商，其与H企业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促成了工业园的顺利建设与运营。A企业成
立于1989年，目前已成为泰国工业地产的领军企业，于1997年成为上市公司。A企业的
董事长拥有1/8的华人血统，遂成为泰中伙伴关系的有力推动者。泰中罗勇工业园位于A
企业的罗勇工业园内，其他3个该集团建造和运营的工业园园区还包括安美德春武里工
业园、安美德越南工业城和安美德龙城工业城，均立足于培育具有可持续创新增长能力
的城市。与此同时，A企业在泰国的园区，注重与泰国产业战略及分区的有机结合，力
图促进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产业集群的打造。A企业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丰富政策经验以及
与泰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对泰中罗勇工业区的顺利建设和运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3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调研访谈、质性分析等方法，数据与资料来源于多种渠道：研究团队2013
年之后先后参与数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听取企业“走出去”的业务发展需求和
建议，获取了相应的园区及企业数据。研究团队于2018年11月、2019年7月两次赴泰国
进行案例深入调研与访谈，深入访谈的对象包括泰中罗勇工业园管委会、中策橡胶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中策橡胶）等园区各方参与者和泰国汇商银行、朱拉隆功大学等泰国智
库机构，以及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等多家“走出去”企业。

图1 泰中罗勇工业园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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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定性剖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主体合作伙伴及其提升尺度来进一步促进政策
移动性的过程，进而揭示了关键参与者及其合作伙伴关系对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的重要
作用。

4 合作伙伴视角下案例区建设的政策移动性研究

4.1 企业层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该部分重点从泰中双方的企业合作伙伴关系，来剖析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顺利实施

的制度结构。H企业与A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园区顺利建设运营的基础，双方战
略合作伙伴的制度性载体为合资公司。早在2000年，时任H企业的计划经营部部长的X
（化名）到泰国开设工厂。2005年 7月，在X与A企业董事长Q （化名）的共同推动下，
双方签订了在罗勇共建工业园区的备忘录。H企业是罗勇工业园区的股东，直接参与实
施的是其控股企业，该公司与A企业合资成立了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为“罗勇公司”），其中中方占股70%，泰方占股30%。整体上，罗勇公司负责园区的
建设规划（表1）。

双方企业清晰明确的权责分工是政策移动性的基础。罗勇公司的中方面向中资企业

提供全流程落户泰中罗勇的一站式服务，包括为入园企业办理公司注册、税务、开户和

BOI资质证书的申领等，提供目标市场、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优惠政策、税务金融、

劳动力招聘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同时，罗勇公司中方通过组建商会的形式，一方面提高

了中资企业在泰的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帮助中资企业解决在泰的嵌入性问题，通过不

定期组织经验交流活动，邀请泰国海关、税务、劳工、电力等政府部门的官员与专家来

园区与企业进行交流，促进中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倡导企业加强自律，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同时，作为安美德工业园的子园区，泰中罗勇工业园一开始便确立了清晰的定

位与分工，即面向中资企业落户泰国投资的经贸合作园区，罗勇公司中方通过招商和选

商来严格控制园区的业态，以确保形成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集群，避免中资企业之间的同

质化竞争。目前，泰中罗勇工业园立足于泰国在农业、橡胶、汽车等产业方面的优势，

选择了新泰车轮制造有限公司、中策橡胶等引领型企业，形成了汽配、机械、电子等行

业的产业集群。

泰方企业重点承担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即园区土地、供水、供电、道路、厂

房等。总体上，良好的园区建设分工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充分实施，帮助中资企业规

表1 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Tab. 1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in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国家层面

省级层面

公司层面

合资公司(泰中罗勇工
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分工

泰国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The Board
of Investment, BOI)

罗勇府

A企业

泰方占股30%

泰方重点承担园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包括园区供水、供电、
道路、厂房等；土地供给及永久
所有权；泰籍员工的招聘等。

中国

中国商务部等

浙江省

H企业

中方占股70%

企业选择与业态控制；面向中国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包括公司注册、税务、开户和 BOI 资质证书申领
等，提供目标市场、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优惠政策、
税务金融、劳动力招聘等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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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了初入异国的制度差异风险，体现了政策移动性在异国当地的嵌入性。根据笔者2018
年11月的当地访谈结果，泰中罗勇工业园建园之初，为尊重当地原住民的意愿，园区部
分土地绕路开发。基于泰国佛教为主的文化环境，园区建立了一些小型佛像，以示对当
地宗教文化的尊重。园区还在当地的传统节日里开展捐资助学等慈善活动。同时，这种
嵌入性还体现在泰方员工的充分融入。截至2019年底，泰中罗勇工业园已有近120家中
资企业入园，为泰国解决本地就业 3万余人。因此，跨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与实施，
是海外项目践行政策移动性的关键。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案例表明，选择具有一定实力、
良好形象、社会责任感的合作伙伴，有利于企业快速融入当地社会，实现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
4.2 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的政策移动性

中泰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为泰中罗勇工业园合作伙伴的政策移动性奠定了基础。自
1971年中国—泰国正式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深厚，经贸文化联系紧密，双边关系稳步向
前。200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与泰国政要会面时，提出了在泰国建设境外
经贸合作区的构想，在泰国已有投资的H企业率先行动，泰国政府积极回应，2005年泰
中罗勇工业园正式建立。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建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稳步推进，中泰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泰中罗勇工业
园通过提升尺度的策略，成功列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清单。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协定
是中泰之间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成果，为各层级合作伙伴的政策移动性提供了保障。

税收、外汇、用地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已成为国内外特殊经济区增强其竞争力的政策
工具。作为特殊经济区的一种，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体现为国内园区政策与驻在国相
关政策的有机集合。就本案例而言，中国在产业园区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泰国的本底条件
相结合，成功孵化了特殊经济空间的相关政策，体现了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政策移
动性。泰国清晰和易商的土地产权是其成为东盟招商热土的关键因素。根据泰国投资促
进委员会（BOI）规定，外资制造业投资泰国可以100%控股，在工业区购置土地可获永
久所有权地契，享受国家给予的税收及非税收优惠等。泰中罗勇工业园可享受以上优惠
政策。虽然依据区位，泰中罗勇工业园仅能享受到BOI一般工业区的投资鼓励政策。但
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中泰双方为园区争取到了BOI优惠权益最多的
三区政策，即前8年所得税全免，后5年所得税减半，以及其他税务减免和优惠政策，如
表2所示。与此同时，作为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标志性项目，泰国政府将泰中罗勇
工业园的土地规划列入到BOI三区的整体发展规划之中，为其建设提供高标准的基础设
施配套，在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费用、外籍员工携带家属、自由外汇汇出权利等政策上

表2 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政策移动性
Tab. 2 Policy mobility in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类型

税收

成本

外汇

雇员

土地

政策集合

企业所得税最高8年全免(分行业差异化优惠，如知识型、高科技产业免8年企业所得税)
免缴进口机器关税8年
以外销为目的的进口原材料免缴关税5年等

交通、水、电等费用作为成本自所得税中双倍扣除，初次销售之日起为期10年
基础设施的安装和建设费的25%在利润中扣除，从有收入之日起10年内

区内企业自由外汇汇出

可携入外籍技工或专家及其配偶

外籍人士可拥有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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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予更大幅度的优惠。同时，通过提升尺度的策略，泰中罗勇工业园叠加享受中国出
口信贷的资金奖励政策。例如，境外贷款贴息、境外投资补助、前期考察补助、信用保
险贴息等。
4.3 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关系下的提升尺度

泰中罗勇工业园经历了持续的提升尺度过程[37]，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资源汇入泰
中罗勇工业园，强化了园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效促进了园区的产业集聚发展，如图 2
所示。起步于民营企业主导的境外产业园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成长，逐渐升级为“国
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清单示范园区”等多层级示
范园区。“关系”在华人全球生产网络提升尺度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38]。在本案例中，
浙江省“关系”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起到了积极催化剂的作用，吸引、协助中
国企业对泰投资。作为浙江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典型代表，泰中罗勇工业园成功集
聚了各类浙江元素。一方面，浙江省政府及相关机构，积极搭建宣传平台，宣传泰国及
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投资环境，引导国内外资本进入泰中罗勇工业园。浙江省企业遂成为
泰中罗勇工业园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直接落户园区，例如，浙江籍入园企业中策橡
胶与盾安等已成为中泰产能合作的先行者。另一方面，各级平台协助国内，尤其是浙江
企业打通泰国出口市场渠道，与泰中罗勇工业园形成了密切的产业链。2019年泰中罗勇
工业园成功入选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清单示范园区。此外，泰国罗勇府与
浙江省保持着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双边的经贸文化交流。2018年浙江省友好省府
泰国罗勇府代表团访问了温州商会，罗勇府的达信中学学生代表团到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校签订友好协议，提升尺度过程中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正在全面建成。
4.4 政策移动性的全球拓展

结合了中国特殊经济区的发展经验以及泰国本地的本底条件，泰中罗勇工业园已提
升尺度为“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旗舰项目，其政策移动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全面

图2 合作伙伴视角下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政策移动性
Fig. 2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olicy mobility and partnership for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1206



6期 宋 涛 等：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

推广。根据H企业的发展战略报告，H企业正着手实施“三大三小”的海外园区战略：
即在泰国（面向东盟和南亚）、墨西哥（面向美洲）、北非（面向欧洲、中东、非洲）分
别开发一个规模达到10 km2以上的海外园区，同时适时在缅甸、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
再各开发一个3~5 km2的小型特色海外园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员工已成为政策移动性的
传播者，被调往其他海外园区传授管理经验。2015年由H企业主导，联合中国富通集
团、墨西哥桑托斯家族三方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建设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启动。该园区位
于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市北部，定位为综合性工业新城，力图吸引汽摩配、信息技
术、机械设备、新能源、电子等类型的中国企业在此集聚，占地总面积为8.5 km2。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海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从合作伙伴的视角，以泰中罗
勇工业园为案例，探讨了母国与驻在国产业政策在海外园区复制、移动、孵化的政策移
动性过程。中泰国家层面及地方政府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H企业和A企业两家合作伙
伴通过合资公司的制度性载体实现了政策移动性。泰中罗勇工业园逐渐升级为“国家级
境外经贸合作区”“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清单示范园区”等多层级示范园
区。在这一提升尺度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资源汇入泰中罗勇工业园。同
时，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政策移动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全面推广，H 企业力图在缅
甸、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三大三小”的海外园区体系。通过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案例研究
表明，国家政府、龙头企业及合作企业、地方政府等关键参与者的合作伙伴关系起到了
关键催化剂作用。本文对于政策移动性理论的贡献在于通过中国海外园区的案例研究，
说明注重当地关键角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培养与嵌入到本地发展对于政策移动性的重要性。

为促进“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的顺利建设，本文认为：① 务实推动“共商共建
共享”的合作理念，引导海外园区建设各行为主体的多层级合作伙伴关系，鼓励专业工
业园区开发商根据投资目的地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情况，因地制宜的投资、建设、运营园
区，同时积极探索与海外的成熟园区开发运营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② 国家层面加强针
对海外园区的部门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分级分类指导。借鉴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对外
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国际开发合作战略，通过国际合作专属机构，统筹海外园
区建设、投资与贸易。③ 拓展国际投资与保险合作网络。支持国内大型银行、保险业等
机构加强海外合作伙伴网络体系建构，形成有利于海外安全投资的平台网络体系。此
外，发挥海外华侨、华人民间力量，通过当地民众、非政府组织等关键角色促进中国的
海外园区建设。④ 抓住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等带来的新机
遇，积极开拓中国海外园区在贸易、投资、人文合作等方面的政策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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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obility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s
in the lens of partnership:

A case study of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SONG Tao1, 2, LIU Weidong1, 2, GAO Boyang3, LIU Zhigao1, 2, ZHENG Zhi1, 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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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 mobility resear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field in political geography.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s serve as burgeoning case areas to testif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 mobility, whose development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n
expected experimental way to promote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The highlight of this paper is
the role that the partnership plays for multi-scalar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obil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s. In this paper, we interpret Thai- 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s evolving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y through two interrelated
conceptual lenses, namely, policy mobility and partnership.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policy
mobility of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s is a multi-scalar process of gradual advancement, and the
partner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cy mobil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main partners of Thai- 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Policy
mobility in terms of tax, land, talent and other elements are shaped and accelerated by the
interactions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ai and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leading enterprises. Finally,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s in the contex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overseas industrial zon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rtnership; policy mobility;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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